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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溯和回顾中理解中国乡村
＊

赵旭东
(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872)

摘 要:乡村作为一种方法曾经引领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中国乡村研究，由此而出现了众多基于

一个村落而有的民族志作品以及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时代重新去回溯和
回顾这些村落研究的成果，并从中实现一种新的村落理解认识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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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在面
临一场从内到外的重大变革。举目四望，既有令
人痛心疾首的自我凋敝，又有让人惊讶的富有创
造性潜质的乡村崛起和生活富足。与此同时，对
另外一个群体而言，即对更多试图从外部进行观
察，并以中国乡村研究为志业的研究者而言，仍旧
也没有人会反对说，这些标榜着要去研究中国乡
村变革的学者自身也出现了某种情感上的焦虑以
及选择性的迷茫。不过，这种焦虑和迷茫也着实
在促进研究者应对现实去做一种思维方式以及研
究路径上的新定位以及研究问题的新发现，这些
都将带来中国乡村研究在未来会有一种构造格局
上的新改观。
一、一种农耕文明
随着乡村自身边界从闭合走向开放，从农民

离开土地而徘徊于城市的大门之外，从袅袅炊烟、
白砖黑瓦的田舍，到土地荒芜、门户紧锁的村庄，
这些巨变使得他们作为曾经的秉持客观姿态的观
察者渐渐开始怀疑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其自身的价
值所在，怀疑曾经作为一种透视整体的方便法门
在当下情境中是否依旧生效，他们为此而再难有
前辈们那份平心静气、价值中立的细致观察，他们
大多处在一种焦虑乃至焦躁的状态之下，他们选
择了快速的田野，轻描淡写，草率的结论，但乡村
的问题依旧存在且深刻，并层出不穷。他们面对
无解的乡村表现出一脸的彷徨，但他们实际上最
为缺少的乃是一种静下心来寻求理解的修养和姿

态。今天看来，他们需要在一种追溯和回顾中国
乡村研究之中去理解一个恰恰正在真实发生着的
中国乡村。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农业文明在其中

所占据的比重以及农民在整个人口构成中所占的
比重都可谓是属于绝大多数的。一种基于农业文
明而凝塑出来的乡土意识，也恰恰在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的“翻土”劳作中逐渐萌生、发展和壮大。
人们活在这种农业文明的意识之中，并为这种意
识所牢固地束缚着，同时也在不断地借助自身的
生产和生活实践而向这种渐趋凝固了的意识的文
明长河注入了种种创新性的力量，使得这一文明
的意识之流能够持续不断地流淌，从未真正干枯
过，并最终汇聚而成滋养着这一文明所内含的大
江、大河、湖泊、海洋，由此而彰显了这种文明其自
身所存在的一种柔韧性、持久性以及生命力。这
是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文明，对于这种文明
的理解，自然也离不开对于土地作用的理解。中
国文明在此意义上，便极为密切地与一种农耕文
化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艺术表征到社会
组织，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从耕作技术到文书
典章，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会被农耕文明自身
的辉煌所覆盖，或者持续地受到其所浸染，无法真
正可以去摆脱掉。由此，中国的观念和意识从上
古的时代就必然会跟一种作为土地家园守护者的
乡村农民以及祖祖辈辈在那里耕种土地的农民的
生活之间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所有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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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不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实际上都
是基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而有了其自身的
辉煌。作为都城北京一处重要景观的天坛，尽管
曾经是一处中华帝国皇家礼仪不可缺失的展演场
所，但它曾经的最为根本的作用还是在于为着整
个帝国的农民生活而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
丰登的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的实现而象征性地修
建了这一处景观。如果没有了这种理想的存在，
皇权的存在或者其合法性的存在也就成为了一种
虚妄，而皇帝在这个意义上也只不过就是农耕文
明的一种集体性表征的集中体现而已，他是焦点，

是中心，是所有辉煌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
无责任，毫无约束，或者毫无庇护。恰恰想象作为
人们意象中“天的儿子”，皇权要想尽办法保护和
回馈于靠天吃饭并供养他及其皇亲国戚、文武官
员日常生活的子民，他们大多数的人是匍匐在土
地上劳作的农民。换言之，皇帝作为皇权的最高
代表并不是一种例外，他是天赐礼物的真正接受
者，同时也是面对芸芸众生的礼物的实际馈赠者。
在农民的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就是一个双面人
的角色。
而且，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否认，民间社会

所映射出来的一种基于乡村农耕作业而有的稳定
的生活模式，在那里充斥着对于顺乎民心的君王
统治的期待，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理想投射
在他们的文化表达之中。作为被后来的君王正式
封为圣人的孔子，其在 2 000 多年前所编订的民间
诗歌总集《诗经》的内容，大部分也都体现或者映
射出一种乡村生活的面貌和价值观念，那里有很
多可吟诵传唱的诗歌，便是用来讽刺那些无所作
为又横征暴敛的君王的。因此，这个帝国的基础
是归属于农业文明的，而它的文化自然也是归属
于农业文明的。
二、皇权的衰落
所谓近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日益突显出来的那

些强调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话语和口号，
最初也都不过是在中国近一个多世纪里相继伴随
着一种渐趋具有全球性支配力量的西方现代性的
观念和实践而空喊出来的一些口号而已，或者说
是被无法抵抗的西方“船坚炮利”所强行激发出来
的不得已而喊出来的口号，而之后才有真正为之
奋斗的数代人去相信这些舶来品在现代世界中崇
高的价值，并不断去营造这种价值存在的合法性

和支配性，因而心甘情愿地通过向西方学习其“长
技”而使之付诸于每个人的实践之中。①

＊

由此每一
个人都尝试着成为一个报效祖国的实干家，借助
一种极为具有现代特色的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爱
国之心而能够使之在古老中国这块遍布农耕文明
遗迹的土地上变成为一种真实而又具体的社会生
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西来话语的历
史最多也不过就是 170 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如果
从 1840 年以农业立国的近代中国被西方人用代
表着一种现代性成果的“船坚炮利”打开其闭锁大
门的“鸦片战争”算起的话，时间也不过就是这么
长。而如果真的要从国人思想上从帝国的臣民而
开始有了一种深度的自我反省式的批判，并形成
一种真正文化上的主体性自觉意识，借此而尝试
去开始“厌恶”自己的土地里所生长出来的那样一
种沉重的农业文明和文化，并坚定地认为那是落
后的、贫困的以及愚昧的，那这个现代意义中国开
始的时间就必须要再拉近到 1919 年的“五四”运
动时期，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才真
正开始有了一种自觉、自知以及自明，一切试图推
翻旧传统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中找寻到
一些起源或最初发生的蛛丝马迹。从那时到今天
的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历程中，整个期间会有
着一百年不到的时间。无疑，在这近乎百年的历
程中，中国确确实实在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
进步与倒退的二元对立翻来覆去的争吵折腾和变
革中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或转型。显而易
见，今日的中国已非昨日的中国可比。这种改变
令世界瞩目，也开始令世界惊讶，一个曾经在世界
大门之外徘徊的中国，着实地走进了世界之中，并
占据着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心地位，成为了一个正
在崛起之中的世界强国。
在中国近代，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主导了这个

时代发展的脚步，它借助一种遍及全球的现代性
的叙事而让一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农耕文明处在
了一种由西方人界定的文明发展谱系的似乎最为
靠近野蛮的这一端，这个文明因此而被一种作为
支配性的文明界定的话语权而持续不断地妖魔化
了。皇帝这个特殊的角色，这个既是汲取者又是
给予者的双面人，首先被从这个亚洲腹地的一度
自我封闭起来的世界中去除掉了，随之作为一种
宫廷文化所支撑起来的皇权体系也自然处在一种
衰微甚至瓦解的境遇之中。原来与高高在上、独

* ①“长技”出自魏源 1842 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在该书《原叙》中，魏源写到: “是书何以作? 曰: 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
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参阅“海国图志原叙”，［清］魏源，《海国图志》( 上) ，陈华等点校，长沙: 岳麓书社，第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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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二的皇权相对而存在并勾连起皇权与基层社
会联系的绅权，也同样处在了一种带有革命性的
转变之中，借助对知识的国家独占以及向城市的
集中，作为乡贤的绅权从乡村的地平线上彻底地
消失掉了。作为曾经的“天高皇帝远”的乡野之
地，或者作为经由一个漫长的“十年寒窗苦”，再经
由残酷竞争性选拔的“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或者
士大夫身份的人，本可以寻求一个退休、退隐之处
的乡村故里，今日则已经彻底转变成为了国家由
上而下垂直行政惯例以及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中
的一个最为基层性的存在，换言之，曾经离开者再
难回到这里融入其中的生活。
三、理解双轨制
在今天中国，从国家权力中心获得了某种“功

名”和官职的文人雅士们，从制度以及意愿上都不
再能够在本该告老还乡之时退守乡里，他们无法
适应那里的生活，自然也没有那样的一种制度保
障可以使他们安然地荣归故里。与之相应的则
是，乡村也并非再是由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读书识
字的乡绅，或者“告老还乡”的士大夫们再去做一
种相对自成一体的自治式的乡村治理，在那个空
间里不见了读书人，更培育不出一种崇尚耕读传
家、敬惜字纸的对读书人的敬畏之心，长期的后果
自然也就出现了一种乡村文化治理图景上的真空
地带，一种农耕文化沃土的水土流失。那种在近
代中国所发生的由上而下的借助国家权力而不断
深入到每一个乡村的单一轨道的治理模式，也在
国家机器的推力之下深度影响着作为中国基层的
乡村社会及其文化构成的基本形态，而乡村自身
作为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组织形态的存在模式，也
在被这种外来的，并且是由上而下的单一轨道的
行政力量所一点点地瓦解掉了。由此，乡村跟外
部世界之间的一种本来属于是难于割舍的联系和
往来的关系格局遭受到了一种人为的阻隔，与此
同时，不同的乡村之间，也在一点一点地遭受到了
由现代性所主导的清晰化政治权力的区隔、分化
以及孤立，乡村因此而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行
政体，失去了与其他周边区域和地方的联系和依
赖，之后的改革开放的浪潮，尽管催生了乡村自身

边界的敞开，但一种国家由上而下单一轨道的治
理模式仍旧是占据着主流，无法真正恢复到既往
传统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的轨道上去。①

＊

在这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长期的社
会发展变化的历程中，曾经一度被完全废弃的由
下而上的那个轨道也在基于民间力量的复兴而在
不断的恢复之中，这明显地反映到地方性的一种
富有创造力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以及乡村运行模
式，作为一种相比国家的行政支配并非那么强劲
的力量，也同时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富有地理差异
性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展开，尽管其形态各异，发展
的路径也彼此不大相同，但它们都体现出了一种
曾经的双轨政治本身所期待的一种对基层秩序的
平衡能力，并在新的时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
还有，对这个乡村治理模式自我转化的历程可以
更为简略地说就是，中国的乡村在 1978 年以来的
确发生了一些带有特征性的改变。可以说，在中
国改革开放不到 40 年时间的变革之中，我们已经
再也无法找回那个让许多离开乡村故里的人流连
忘返的原汁原味的乡土故园，在这样一种对想象
中富有“原始感”的乡村无法寻觅的时代大背景之
下，却又无意之中提升了自诩作为社会精英的“文
人雅士”“才子佳人”以及“地方文人”们在其笔下
所要去专门追寻的那种原始乡村的驱动力，这无
端又添加上来一种看似发自内心的对于未来中国
乡村究竟该向何处去的研究者的一种自恋式的惆
怅之情，而此时的曾经被昔日帝国和乡绅意识形
态所牢牢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却并非有这些精
英们的那番以“返乡体”为代表的惆怅，为着一种
生计，或者受到严苛生活所迫，他们会毫不吝惜地
离开他们所熟悉并一直居住在那里的土地，他们
渴望寄居甚至依附在城市这个五颜六色、光影变
幻的奇妙现代空间之中，他们在那里打拼，赢得一
种生活的根基，安排子女的生活，接受各种新的价
值并使之嫁接到自己所熟悉的固有价值系统之
上，由此而开始去找寻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能
的确定性的未来。这种“留在城市”并“依附于城
市”的激情通过他们的后代而得到了一种直接传
递，城市化的努力也突出体现在了这一代人的身

* ①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双轨政治，费孝通有这样的表述:“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自从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
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则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而且在传统规律中曾有当地人避免做当地官吏的惯例。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以往的政治只有
自上而下的一个方向，人民似乎完全是被动的，地方的意见是不考虑的。事实上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政治也成为了最专制的方式，除非
中国人是天生的奴才，这样幅员辽阔的皇国，非有比罗马强上多少倍的军队和交通体系，这种统治不太可能维持。不论任何统治如果要加
以维持，即使得不到人民积极的拥护，也必须得到人民消极的容忍。换句话说，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
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在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政治”。
引自费孝通，1948，《乡土重建》，上海: 观察社，第 44 页。



83

上，他们自身背负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和艰辛，并需
要由自己去直接面对和解决，而一种在精英们看
来本该有的“思乡之愁”，则重重地抛给了那些更
多从小就在城市的空间中生活、长大，本来也无所
谓城市化与否的观念，本来也无什么乡愁忧虑的
困扰，但却在成人之后十足表现出倍感焦虑不安
的那些从外面远距离地去看乡村生活的研究者、
思考者以及写作者们。这恐怕就是理解当下中国
城乡关系的一个不能摆脱的背景，谁似乎也无法
从自己有似自闭症式的樊篱和困境之中跳跃出
去，获得一种真正自然人本该具有的平实生活和
理解。
四、乡村研究的追溯与回顾
即便是如此，即便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城乡关

系的大背景有了一种较为清晰化的认识，并试图
借此而对于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做一种过于确定
性的判断，那似乎仍旧是为时尚早，因为任何暂时
性的判断，如果将其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
河之中，都会显得片面和经不起推敲，也难于借此
去应对无法预料到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
而一种平心静气地静观其变，把握其背后的结构
性转变的根本的做法，或许仍旧是今后中国乡村
研究的主流，因为知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
种草率的结论，其往往都会惨败在一种不断变化
其形态和内涵的社会现实的面前，那些过早、过快
以及过于轻率就得出来的断言和结论，对真正负
责任的研究者而言，终究不过是一种事过境迁的
废弃之语，无一是处可言。而一位认真的研究者
总会把他对于一个观察之中的社会的结论或者断
言尽可能推迟到一个很晚的阶段，即推迟到他自
认为真正有了一种详细的观察研究和整体性的觉
悟之后而非之前，诸多很快被人忘记掉的那些堂
而皇之的结论，实际都是步了研究上做出草率结
论这样一种做法的后尘，这样做法的结局自然就
是昙花一现，终究无法留存于学术史的知识积累
之中。
从一个学科的意义上而言，村落作为一个人

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研究曾经最为基本的以
及被认为是最为恰当的单元，仍旧是当下从事实
际田野调查，进而形成对于中国整体性理解的一
个重要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尽管它自身的完整性
和代表性在日益受到了来自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
内文化传播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挑战，但作为农业
文明最为基本单位的村落，依旧是我们从事中国
研究的第一步，这也恰恰是研究能够真正依点、
线、面的空间布局而逐渐展开其视野的关键一步，

费孝通从江村起步，最后实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对
于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把握，堪称是这
方面研究的一个极佳范例［1］。我们的前人确实也
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积累起了大量的有关于中国村
落研究的个案。20 世纪 30 年代，英国人类学拉德
克里夫·布朗( A． Ｒ． Ｒadcliffe-Brown) 所曾经指
出的对于中国研究的诸多建议［2］，在今天已经转
变成为了富有学科史意义上的实际的并且有着持
久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那时就非常明确地
提出，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单位最为恰当的
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来自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最强
音，这一观念着实引导了后续的中国乡村研究的
开展［3］。并在之后进一步促成了具有一种中国意
识的乡村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磨练以及基于实地
观察的知识的积累和成长，而这个过程差不多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间虽有一种
研究传统上的中断，但乡村调查研究本身在当代
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中断过，并在中国近代发展
的不同时期积累起了大量反映不同时代特色的有
关中国乡村研究的知识和理解。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

这个知识增长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我们今天这一代
研究者的手里，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同样涌现出
来，并使我们的观察优先于基于理论概念的研究
假设，我们只能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暇顾及去整
理、归纳和发现一些真正有理论构建意义的概念
和准则。在此迅速变化的时代中，除了有一种乡
村应对外部世界而有的其自身的变化之外，如何
去面对和梳理跨越了一个世纪之久而又如此数量
庞大的既有乡村研究和观察，将会成为当下一个
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加以解
决，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编排、分类以及堆积起
来的工作，而是一个由对既往村落研究的历时性
线索追溯之中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换言之，
在这么多的作为民族志个案的中国乡村研究开始
大量积累起来之后，如何真正去解读这些富有区
域差异性的文本之间相互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为
重要。因此，如何对既有的乡村研究成果做一种
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追溯性的回顾以及对于未来的
中国乡村研究如何提供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方法
论的引导，都成为了当下中国乡村研究者的当务
之急，对此一点，任何一个有着明确学术关怀的研
究者都是不能不去关注并善加提醒的。很显然，
一个对于未来没有一种前瞻和展望的研究自然不
会是一种好的研究，同样，一个对于过去的积累没
有一种切实性把握的研究自然也不会是一种好的



84

研究。实际上任何的研究，不论是存在于过去的
和在未来会出现的，都可以借助一种全新的解释
进入到当下中来，成为理解当下的一种真正有分
量的理解。
很显然，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所面对的问题

环境，每个时代也一定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
且每一个时代也都会有每一个时代对于正在发生
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
将会成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凝聚成为共同
的问题意识，进而成为一种彼此都会认可的研究
范式，由此而积累起前后关联彼此可以互证的充
满逻辑关联的知识体系，进而带动一种整体性的
学科知识的成长。在这方面，中国乡村研究作为
一个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说，乡村作为
一种研究方法曾经深度影响了有关中国社会研究
的取向，它使得中国的研究者从摇椅走入了田野，

从书房走进了民间，从玄想思辨走向了实地调查，

由此而成为了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便于把
握的切入点，由此我们才有了以某个村落命名的
乡村社会知识的生产和消费，随后也才有了“江
村”“义序”“抬头”以及“云南三村”之类的有着国
际学术声誉和认可度的中国乡村研究的典范以及
乡村话语表述的合法性存在。在此意义上，乡村
代表了中国，并且它也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尽管它
并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却是可以让实地
的研究者如洞中观火一般去体察作为一个整体而
存在的中国的缩影及其长时期的转变，这种代表
中国是一种理解意义上的代表［4］。在这一点上，
我们似乎并没有走过了头，我们还需要在村落研
究之路上一直地走下去，但我们无疑需要去做一
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完善甚至更新，由此而使得我
们的研究视野能够有目的性的把一种村落研究的
范式真正放置到更为宽阔的语境中去，让村落研
究的思维借此而可以产生一种更为宽阔的联想乃
至于边际更为遥远宏大的想象。因为终究，不论
是中国的乡村，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它们都
会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那里”的生活
无一例外都不会是一种孤立开来的村落独自的存
在，而是由人所构建起来的村落本身在无形之中
便被嵌入到了更大范围的有着自身周围环境的山
川、河流、湖泊、平原、岛屿以及海洋之中去，村落
在那里的生活以及与周围的人和物之间有着一种
持续性的无法裁剪割断的相互依赖和共生，而这
既是村落存在的一般状态，却又是直到今天才被
中国乡村的研究者所共同认识到的一种新语境、
新联系以及新主张。

曾经的中国乡村研究也必然是要将其放置到
这样的一种语境、联系和视角中来才会有意义，这
样的做法就不是孤立地去看待乡村，而是要从多
种不同的角度不遗余力、无所遗漏地去看待作为
相互关联而存在的乡村社会，并不带有任何偏见
也不带有任何武断地去理解乡村。由此我们需要
去做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追溯性的“回头看”，我
们要把既有的乡村研究做一番全新的检讨，了解
它的学科史上的来龙去脉，了解一些重要的观点、
理论和方法及其所产生的特殊背景。显而易见，
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一种历史取向的，但这绝对
不意味着会像一般历史学家那么着急地要得出一
种通史意义上的历史发展趋势或阶段分期的判断
做法。我们同时也会是一种乡村问题取向的，但
是这些问题是学术自身存在着的，或者由新的乡
村场景所引发出来的真实难解的问题，而绝对不
会像一批又一批的乡村问题的天真研究者那么急
于求成，自以为随便跑几趟乡村，走马观花一番，

结果满眼所看到的却是千疮百孔的农村问题，至
于其他的内容就再也无法深入下去看了，结果回
来城市里就一拍脑袋轻易地做出一种思想上居高
临下的判断和建议，那样的判断和建议最后也只
能是作为一种应景的招贴画，等风头一转，认识一
变，乡村一归复平静，那些侃侃而谈的乡村研究者
的判断和建议也就随风飘逝得无影无踪了。
五、结语
作为一位社会人类学家，我们或许只是要去

关注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会期待着
在发生了什么之后社会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
思考。但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可能预先知道，也不
可能功利性的到田野中径直地去寻找，我们只能
是静观其变，等待其发生，并需要在观察的积累之
中小心地求得证明的证据。只有这样做了，才可
能真正期待得出一种结论的恒久和可持续。也只
有如此，对既有的乡村研究的梳理才能够真正发
挥其在新的语境中的作用，展示其新的姿态以及
提供一种新的智慧性思考，由此而来推进我们对
于乡村自身存在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更为需要有这样一种基于新

视角、新语境、新问题而对于既有中国乡村研究的
回顾和追溯。这种追溯和回顾既可以来自于研究
者本人，也可以来自于后来重访研究的那些年轻
一辈的学者，基于这样一种历时性的线索轨迹的
追溯，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
上不仅理解了一个曾经是结构化和功能化了的中
国，还能理解一个正在发生变化和处在转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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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化和场景化了中国。无疑，这个中国，作为
一个有其自身理由而存在的整体，一定会有其独
具特色的自我演进的谱系存在，它也在期待着诸
多描述者的彩笔为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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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standing Ｒural China From the Tracing and the Ｒevisiting

ZHAO Xu-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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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method，rural China research has had led a century’s research orientation in China，
by which many ethnographic works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es had been produced． We should have
a necessary task today revisiting those rural researches heritage from which we can learn more and un-
derstand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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